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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
纪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10周年
中国·成都  2013年6月14日至6月16日
第1单元：《公约》的成就：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新概念的引入和认知的变迁
迄今为止，全球各地区已有153个国家成为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下称“公约”）的缔约国。《公约》批约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和通过的文化领域的其他公约。
《公约》空前的批约速度表明其通过的恰逢其时，并体现了《公约》第19条，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的原则。全世界的人民一致支持这一原则，并认为国际合作是实现《公约》更远大的目标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
回顾《公约》通过后的第一个十年，哪些是可以被我们视为《公约》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众多成就中，最重要的就是《公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全世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认知。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并且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一直是其实践者以及学者和文化工作者在近几个世纪以来所高度关注的事情，但是由《公约》所引入的新的术语和定义却成功地取代了旧的概念，并得到了全球性的关注。《公约》是如何运用这些新的术语和定义，在根基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传承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再次建构的？回顾《公约》的第一个十年，这些新的术语和定位又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影响？
在起草《公约》的过程中，为了给《公约》创造一组国际通用的词汇，专家们对某些关键术语的意义和认识进行了讨论。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也逐渐形成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的深层次的和全新的见解，这促使许多人摆脱过往盛行观念的束缚，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思维行为方式看待这一问题。那些毕生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专家和研究者们对这一点更是深有体会，因为他们发现，在《公约》所提供的新概念中，自己在定义何为遗产以及应该如何对待遗产等方面不再享有绝对的主导权。
比如，让我们回顾一下，经过数十年的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以及《公约》第2.1条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最终是如何形成的。（同样，在讨论环节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许会讨论当年是如何确定《公约》标题中的“保护”一词是采用“safeguarding”而非“protection”的。）
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提交了一份建议案，建议政府间版权委员会研究并起草一分“保护民俗的国际文书”，并建议其涵盖“传统文化”、“民间艺术传统”、“各民族的传统艺术文化”、“民间艺术形式”、“民族文化遗产”、“集体或匿名的文化表现形式”、“民俗”、“与民间传说有关的文化财产”、“集体或匿名作者的民间创作”等概念所指称的范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在该建议案的说明中又引入了“民间艺术”的概念，并将“民俗”与“民族文化遗产”划上等号
。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民俗”及相关术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的讨论里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大家从一开始就希望寻找一个更具国际普适性的术语。实际上，“民俗”这一术语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是在一些特定语言及地区里，“民俗”被赋予了负面涵义，再者，它无法被简单地定义。举一个关于后者的例子：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意在明确保护民俗及传统民间文化的存续、发展及真实性的措施，保护他们免受被歪曲误解的风险”（21 C/Resolution 5/03）的专家会议就面临如何给这一概念下定义的难题。报告指出，“所有专家均强调，尽管这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大家确实难以就如何定义民俗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有些专家甚至建议不要对这个术语下定义”（保护民俗政府专家委员会报告第3页）。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也没有人能够对这一术语下一个简单的定义。
对定义和专属方案计划的探索仍在继续。在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上获准通过的《1984-1985年计划与预算批准本》中提到，将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框架内启动的二级项目，重点关注当时所谓的 “非物质遗产”（“non-physical” heritage）——由音乐、文学、口头传统、民间文学、风俗、神话和信仰等元素组成的文化遗产（22 C/5 p. 454）。《批准本》随后也注意到“头两年（1984至1985年）将致力于阐明概念、明确适用范围、确定非物质遗产的类型，以及制定研究、学习和保存非物质遗产的方法”（出处同上）。由于这一领域尚未经过明确定义，相关文件的准备工作依然在继续，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一次专家会议，将“划分非物质遗产的类型，确定工作方法及这类遗产在清单制定、收集、学习和保存等方面的行动优先次序”（出处同上，第458页）。
1984年会议的工作文件提出了对“非物质遗产”的定义，然而，这一新定义在本质上却被民俗同化了：“‘非物质遗产’、‘民间传统’和‘民俗’三者均符合以下四条通则：1、社区对传统风俗的参与是集体的、自发的；2、传统风俗的起源是客观的或匿名的；3、传承的方式主要是口头的且不带商业性质的；4、传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和技艺世代相传”（世界非物质遗产，CLT.84/CONF.603; CLT.84/CONF.603/COL.1, p. 8）。然而，专家们发现“非物质遗产”一词并不能充分体现大家的关注点。也曾有其他专家建议采用其他术语，如“非物质文化”（non-material culture）和“活态传统”（living tradition），但都被否决了。最终，专家们决定恢复使用“文化传统”（cultural traditions），认为这一术语“最简单明了、最准确、且最具涵盖力”(制定非物质遗产未来计划专家会议的总结报告, CLT-84/CONF.603, p. 5)。
尽管专家们表示反对，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民俗、濒危语言、口头传统和传统音乐系列活动的部门仍保留和沿用了“非物质遗产”一词。直到1993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展望国际咨询”专家会议召开之后，于同年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计划和预算批准本》（27 C/5）才在文中将“非物质遗产”一词替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民俗”一词在本世纪初，也就是2003年《公约》通过后，最终退出了这一领域的舞台。1999年，教科文组织与史密森尼学会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共同举办了题为“对《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的全球评估：当地授权与国际合作”的国际会议。与会者强调相关实践者在保护工作中的核心作用，并指出在国际背景下使用“民俗”一词并不合适。此次华盛顿会议强烈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推动制定准则性文件。这次会议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召开，决定“对制定一份在国际范围内保护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新的准则性文件的可行性进行初步研究”（30 C/Resolution 25; emphasis added）。2001年，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操作性定义”为主题的专家会议在都灵举行，会议发布了初步研究的成果。专家们建议在准则性文件里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详见行动计划，161 EX/15 Annex）。在下一届执行局会议举行之前，相关准则性文件里仍然使用“传统文化与民俗”一词，但这一问题随后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在执行局第一六一届会议上，大会决定从此改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161 EX/Decision 3.4.4）。
确定术语后，接下来就是对这一术语进行定义了。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在这里全面回顾当时为了确定新术语的准确定义而经历的漫长过程。在都灵会议闭幕之前，专家们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内容如下： “各个民族积累的经验,以及他们在积累经验的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的知识、技能和创造力，他们创造的作品和这些作品赖以长久存在的资源、场所和社会——自然环境中的其他有关方面；上述经验可使当下的社区感到他们与先辈们有连续性,而且对于寻找文化认同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及人类的创造性都是重要的”。后来，该定义被应用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一六一届会议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审议的工作文件里（161 EX/15以及31 C/43）。2002年1月于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国际公约应包括的优先领域”国际专家会议，以及随后的几次会议，均对这一定义表示赞赏和支持。
2002年3月，“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草案起草小组第一次会议”于巴黎举行，考虑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界定可能在关于其他议题的探讨过程中得到启发，专家们建议在对《公约》草案文本探讨的尾声阶段，应详细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但会议也提到了“由于都灵会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界定是经由反复论证的、且具有充分的包容性，所以在当下阶段仍旧得到广泛的支持。”（总结报告：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doc/src/00070-EN.pdf）。
然而，基于相关专家反复提出的希望使相关术语得到进一步精确的提议，2002年6月， “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专家会议：建立一套术语体系” 在巴黎召开。后来见于《公约》第2.1条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变革性的界定，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初现雏形：“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社区及个人认知的社会实践、观念表述，以及相关的必备知识、技能、器具、实物、手工艺品及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术语汇编：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doc/src/00265.pdf）。
综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收集并将其提供给专家作为建立术语体系的依据的数十个关于“民俗”和“非物质遗产”定义，都灵会议、里约热内卢会议和巴黎会议撰写大量的相关文件和报告，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十年的宝贵文件中的相关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前一直都是在由其实践者和传承者以外的人来对其进行确认和界定的。
在巴黎专家会议举行（简称巴黎会议）之前，相关的文件记录里只出现过两次例外情况：一是在荷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提供给巴黎专家会议作为参考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中曾经提到，“在当今世界里，社区或个人决定如何认定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在与社会和历史环境的持续互动中对这种遗产进行持续地再创造”（详见术语汇编：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doc/src/00265.pdf, p. 15）；另一个例外情况出现在史密森尼学会专家彼得·赛特尔（Peter Seitel）为里约热内卢会议准备的背景文件中，该文件中提到“从操作层面来看，生生不息的人们对其传承的相关知识的实践和主体认同和对边界的界定，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doc/src/04591-EN.doc）
如同木已成舟，凯撒已经跨过卢比孔河，一切已成定局。《公约》坚持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是那种经由专家、官员通过科学审视就能对其进行界定的那种客观事物。相反，它是被社区、群体，有时是从事一种或多种文化表现形式实践的个人，视为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当然，在《公约》框架下，仅具备这种认同，还并不足以使一种文化表现形式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它还必须同时满足《公约》第2.1条中关于其他条件的规定。但社区认同是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条件——这是在11年前巴黎会议上形成的开创性的见解，《公约》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具备了所谓的变革性力量。
� 在2003年《公约》通过后的第六年，其收到的批准书数目已超过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在过往40年所收的总和；其在10年内收到的批准书数目，和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前25年收到的数目一样多。


�此处内容在西班牙语、英语和法语文本里有明显差别。作为原件的英语文本，里面的“民族文化遗产”与“民俗”属于同位并列关系，同样作为原件的西班牙语文本关于此处的内容则是“‘民族文化遗产’或‘民俗’”，而根据英语文本翻译的法语文本则将其译为“通过民俗表现民族文化遗产”


� 2002至2003年间《公约》草案初稿起草系列工作会议的详细内容，包括这一定义从最初形成到最终定稿并写入《公约》第2条第1段的发展过程，可参见以下网页：


� HYPERLINK "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index.php?lg=en&pg=00015&keyword=00045&submit=true" �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index.php?lg=en&pg=00015&keyword=00045&submit=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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